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基于探索性案例与组态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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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作为中国基础研究的主要主要载体，是推动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创新体系的关键动力，然而，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究竟如何推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等问题，却仍待更进一步的理论诠释与机理探索。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开展了一项探索性案例与组态分析的混合研究。结果显示：（1）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结构维度与观测方式；（2）高校基础研究供给能够立足知识载体的“蓄水池”效应，从“知识池”与“人才池”的知识转移过程，推动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且数字经济发展是这一实现机制过程中的重要边界条件；（3）从人才集聚和资源集聚视角，提出了两种高绩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根据研究结论，建议相关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与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打造基础研究核心竞争力，攻克“卡脖子”问题，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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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carrier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universities are the key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and building an innov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questions such as how does the supply of bas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ill need further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mechanism exploration. To this end, this study conducts a mixed study of exploratory case and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structural dimension and observation method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revealed through exploratory case studies. (2) The supply of bas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can be based on the reservoir effect of knowledge carrier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rough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between the knowledge pool and the talent poo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boundary con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is mechanism. (3)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lent aggregation and resource aggregation, two high-perform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pla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levant gov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nd financial support, further build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basic research, and overcome the bottleneck problem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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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融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物质统筹规划的全景式创新体系[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基础研究是为了揭示可观察的客观现象（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如事物的本质、运行规律、新发现等），而展开的相关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2]。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基础研究所代表的原始创新能力，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此，“十三五”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以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建设与培育机制，但截至2020年底，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约占总研发投入的6.03%[3]，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悬殊差距，这也导致中国在芯片、光刻机等关键技术领域始终受制于人，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4]。
高等院校是中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载体，其研究效率与成果转化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是一个国家透过基础研究投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5]。具体而言：与基础研究的公共属性相比，应用研究多立足特定的企业（组织），旨在通过创新谋求其个体（组织）的超额利润或垄断优势，具有显著的外溢性特征，可形成有效的企业内生驱动机制[6]。而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以数学、材料学等为代表的基础研究学科，已在数字经济高效赋能下，衍生出不亚于应用研究的外溢效应，如高性能计算（算法）、新材料研究等。因此，高校作为中国基础研究供给的关键部门，其知识供给的外溢效应，将通过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等渠道，外溢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从而成为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6]。由此可知，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成果越多、效率越快、质量越高，其知识外溢效应便可高效赋能实体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医药卫生业、农业等），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与质量，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由此而言，进一步探索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影响“黑箱”，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为此，本研究在对以往研究展开分析后发现：
（1）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仍有待揭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存在，其形成条件在于中国的特殊情境[7]。因此，需要在中国情境基础上，挖掘与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内涵维度。纵观中国情境下的创新理论探索，多聚焦于“市场、技术、政策”等理论框架展开，其成果虽具一定启发性，但其重心依旧停留于捕捉中国情境的“现象”表征[8]；同时，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虽被世人瞩目，但其中之关键内涵、主客体之间的逻辑脉络等理论桥梁仍未完全搭建，这也为本研究可能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故而，本研究将参考苏敬勤等[8]人的做法，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范式，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内涵维度。
（2）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以往研究主要讨论了基础研究对实体经济部门（如企业创新、经济增长、区域创新等）的提升作用，然而如基础研究供给是如何助力企业创新又如何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等问题却未得到有效揭示。张宝生等[9]认为基础研究产出能够有效驱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以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观点却未有效诠释基础研究产出的下行效应（即过程机制）。故而，本研究将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进一步探索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下行效应，以揭示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机制。
（3）数字经济或是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情境。以往研究主要从企业微观情境或宏观财政情境，讨论基础研究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提升作用，而鲜有学者从加快知识转化的情境视角加以探索。戎珂等[10]人认为数字经济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特征优势赋能下，可以借助精准画像、数字平台等高效信息交互机制，提升知识传播精度与效率，从而为加快知识（成果）转化效率，提供充足的资本、技术与情报等资源保障。而金珺等[11]人的研究也证实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知识池”效应，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匹配精度与转化质量，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或加快完善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由此而言，数字经济理应能够进一步加快高校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效率与质量，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情境。故而，本研究将一并讨论数字经济的情境机制。
综合上述，本研究认为数字经济能够有效赋能高校基础研究供给，从而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进程。为此，本研究将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通过探索性案例研究范式，构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维度与影响机制模型，并同时以计量模型与组态分析，揭示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黑箱”，并同时讨论数字经济的边界作用。
2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范式构建理论框架，其理由包括：一是探索性案例研究适合于回答“是什么、如何”等问题，而本研究旨在回答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其本质研究内涵在于检视现象的形成与实现问题，因此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二是鉴于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显著多阶段交互影响之特征，而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则可有效阐明事物现象随时间演化的过程机制，能够有效厘清二者间的深层内涵与过程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参考苏敬勤等[8]相关学者的做法，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范式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步骤为：（1）深度访谈设计。本研究以中国新工科高校从事基础研究的相关研究人员（含团队管理者）、大型制造业企业管理者及业内专家（学者）为访谈对象，其中，样本选择的依据为通过直接作用对象和其他间接作用对象的访谈数据交互印证，以确保研究数据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同时，根据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编制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其中包括“您觉得高校的基础研究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您如何看待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多个问项”；（2）样本情况。本研究通过MBA联盟、行业协会等渠道，获得了中国56名相关受访者（A01~A27、B01~B10、C01~C19）的支持，并采用视频通信访谈形式展开深度访谈调研；（3）样本分布。在对所回收的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后发现，新工科高校基础研究人员样本占比33.92%，大型制造业企业管理者样本占比48.21%；同时，在总样本中，75%的样本具有5~10年相关领域工作资历，51.78%的样本为男性，67.85%的样本任现职年限超过3年，41.07%的样本目前担任本单位中层及以上领导岗位，78.57%的样本月收入在5 000~10 000元，48.21%的样本年龄层次在30~40岁，94.64%的样本具备硕士以上教育背景；（4）数据整理。在所回收的样本数据（访谈记录）中，平均单一受访者访谈时间在15~25分钟，剔除无效数据后，补充与主题相关的政策文件数据后（含相关领导发言、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及评论等），共得到约35万字的研究数据（含相关重要文件、报道等文字材料），将其归纳为样本D01~05。样本来源及主要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来源及主要信息
	编号
	单位
	职位/身份

	A01~04
	A企业（华东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副总经理、研发技术负责人与研发骨干

	A05~07
	B企业（华南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副总经理、研发技术负责人与研发骨干

	A08~11
	C企业（华南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总经理、副总经理（业务）与副总经理（研发）

	A12~15
	D企业（华东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总经理、研发技术负责人与研发骨干

	A16~20
	E企业（华中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副总经理、研发部门主管与研发骨干

	A21~24
	F企业（华南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副总经理、研发技术负责人与研发骨干

	A25~27
	G企业（华中地区某制造业上市公司）
	副总经理、研发技术负责人与研发骨干

	B01~03
	A政府机构（华中某省省会城市发改委）
	分管副职领导、相关业务处室领导

	B04~06
	B政府机构（华东某省工信厅）
	相关业务处室领导与业务人员

	B07~10
	C政府机构（华南副省级城市发改委）
	分管副职领导、相关业务处室领导与业务人员

	C01~05
	A高校（华东地区某“双一流”高校）
	基础学科研究团队负责人与研究人员

	C06~09
	B高校（华南地区某“双一流”高校）
	基础学科研究团队负责人（院/所长）与研究人员

	C10~14
	C高校（华中地区某“双一流”高校）
	基础学科研究团队负责人与研究人员

	C15~19
	D高校（北京某“双一流”高校）
	分管校领导、基础学科研究团队负责人与研究人员

	D01~05
	相关重要文件（报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政府网、人民网等权威媒体相关报告及评论员文章等


2.2  质性编码
本研究参考苏敬勤等[8]人的做法，从总样本中随机提取90%的样本数据作为质性研究内容，并通过Nvivo 10软件进行质性分析。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通过开放式编码分析，本研究在原始样本数据中，共提取了24个独立概念。由于独立概念之间尚未形成明确的逻辑脉络，故继续通过主轴编码将独立概念聚合为8个主范畴和3个核心范畴，其中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由知识供给和人才供给两个主范畴所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由中国需求、生态发展和中国特色3个主范畴所构成；数字经济由资本运营、数字技术和产业融合3个主范畴所构成，具体编码结果见表2。
表2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性编码结果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子范畴
	访谈记录（列举）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
	知识供给
	知识供给深度
	A01：要衡量一所高校的基础研究深度，主要还是看他们的高水平论文、专利等，只有深度越高，他们的成果转化才能有更好的市场反应

	
	
	知识供给广度
	A02：我们主要以高校近3年发表的SCI论文的研究方向类别近似值，作为判断该高校基础研究广度的依据

	
	
	知识转化模式
	C01：如果有大企业愿意以入股的形式，为我们材料所提供研究经费，我们也非常欢迎，而且这种形式也有利于后续的成果转化与产品市场化，能够为我们所带来可持续性的研究经费

	
	人才供给
	人才供给质量
	C01：我们学校基础科学专业的高材生大多去了国内大厂的研发口，听说收入挺高的，而且对我们学校的认可度也挺高

	
	
	人才供给当量
	A04：我们公司在广东地区算比较大的化工类企业，但研发类的员工总是招不到，感觉愿意干基础研发的人原来越少了

	
	
	人才培养体系
	B02：对于基础研究类学科（专业）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而高校则应为其提供相应的实践条件和课程体系，形成高应用型或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

	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国需求
	实现人民需求
	B05：要强调要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衡量科技创新工作成果，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标尺来检验工作成效，把人民群众的口碑作为最好的奖励

	
	
	实现产业需求
	D01：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绿色环保等产业方面，加快补齐技术短板，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实现国家需求
	D01：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生态发展
	优化产业生态
	A01：我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所构建的现代化创新生态系统，应格外审视企业环境治理这一关键性问题，毕竟用“绿水青山”换来的“高科技”，不是党和人民群众想要的

	
	
	加快产业布局
	D02：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定位和布局，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推动产业升级
	B03：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产业创新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使命
	A04：与西方式创新不同的是，新质生产力充分体现了产品（成果）的国家认同与人民意识树立，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创造”

	
	
	树立中国标准
	B07：我国在5G等技术（科学）领域的重大创新，充分证明了我国具备建立技术标准的实力与条件

	
	
	构建中国体系
	A08：目前，在高性能机床领域，我国与西方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只有克服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才能建立我们中国人的技术研发体系

	数字经济
	资本运营
	融资渠道拓展
	C03：对我们机械所来说，“找钱”是以前技术转化过程中最麻烦的事，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很容易在网上找到融资方

	
	
	成本管控精度
	C01：在各类数字化系统的帮助下，我们也能够轻松地管理好成本，无论在研发阶段，还是在转化和经营阶段

	
	
	产品运营效率
	A02：高校的优势在研发能力，但产品经营是他们的短板，还是需要交给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比较合适

	
	数字技术
	市场趋势研判
	C04：不可否认，数字经济时代真的太方便了，很多平台（软件）可以为我们研发人员提供非常清晰的市场行情与动态趋势

	
	
	产品效益预测
	A04：一般研发人员对成果（产品）转化的前景和收益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但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深化，很多数智技术对未来产品市场的预测已经有了很高的准确度

	
	
	转化技术升级
	C03：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我们院对很多先进转化技术有了充分的了解，这也为我们生物类成果的转化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产业融合
	拓展产品模式
	A01：共享经济为很多基础研发类产品的转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很多产品提供了全新的市场化路径，如共享租赁、权限消费等

	
	
	丰富产品功能
	A02：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融合，让诸多基础研发成果在转化过程中，有了更为全面的调节参数，能够以更契合产业需求的功能（形象）投入市场

	
	
	整合产业渠道
	A06：现在要将一个新材料技术转化成产品，简直不要太容易，各种数字资源平台林立，只要技术本身有卖点，很容易就能整合产业链上下游



其次，根据质性编码结果，本研究以主范畴为轴心内涵，对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构建故事链，并以此构建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首先，新质生产力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需求与统筹规划为起点，在创新过程中紧扣高质量发展理念、共同富裕理念及和谐生态理念的中国特色机制，在创新结果上充分体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均衡，并持续构建有中国特色优势的国家创新机制；其次，高校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滩头堡”，其不仅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含基础学科及各类交叉学科）的投入力度与支持保障，还需要积极探索基础研究成果的供给形式与效率，其中，根据知识基础观理论，高校向社会转化（转移）基础研究成果，可通过知识主体转移与知识客体转移的形式进行，即高校可采用技术转移的路径，实现基础研究成果的知识客体转移，也可通过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与供给的形式，向实体经济部门转移知识主体（如研发人员、团队或协同创新等），从而通过“知识池”与“人才池”的蓄水池效应，逐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最后，数字经济所具备的资本优势、数字技术优势与产业融合优势，均可赋能高校基础研究供给过程，从而有效提升这一技术转化过程的总体效率、质量和精度，并以此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
[image: 1734704828851]          
图1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模型
注：黑色粗框为关键变量，细线框为功能，×表示条件不存在【在图中出现的时候再标识】，虚线框为具体过程【表述不够清晰，建议在图中添加图例表示，或者在注释中添加具体的图形清楚表述】。下同

最后，为保障案例分析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以总样本中剩余的10%的样本作为对照组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分别通过人工编码、滞后一期编码（滞后1个月）的方式进行信效度检验，根据稳健性检验结果，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案例分析结果约90%以上重合，即信效度一致性高于90%，证明本研究的案例分析结果具备较好的可信度。
2.3  理论分析
（1）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总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前进道路主要可以分为跟随、竞合和引领3个发展阶段，该观点虽有助于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但未能有效揭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内涵，也无法有效诠释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西方传统生产力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根据案例分析结果，新质生产力不仅蕴含着以中国需求为导向的外驱动力，还兼具以和谐发展为内核的内驱动力，是一种以打造有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优势为使命的现代化创新体系。其中，外驱动力以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融合的形式，明确人民需求、产业需求及国家需求的创新目标，为全体中国人民指明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创新之道；内驱动力在是紧密围绕各大创新主体，以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发展理念为创新导向，培育“经济-生态”均衡性创新文化，营造绿色创新氛围，推动有中国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生态系统[12]。由此而论，在内外双元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应有别于西方传统生产力，有着独特的逻辑内涵与比较优势，如图2所示。相比于西方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立足中国实际需求，而非纯粹经济价值，更具社会和谐性，能更好地消弭因经济快速发展所衍生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绿色生态、公共资源均等化等），形成全面共同富裕的循环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竞争优势，这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导下所形成的先进创新范式。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人民需求为动力、以中国特色为引领、以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均衡为使命的一种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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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及比较优势
（2）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从国际科技创新发展历程来看，以高校为核心的基础研究创新体系，是欧美等科技强国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路径[13]。从理论角度而言，多数研究证实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对区域实体经济部门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如刘航等[14]），并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创新[15]。当高校基础研究供给质量及技术转移距离越高效，对区域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溢出效应便越显著。基于此，本研究结合案例分析结果发现，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可能会通过两种不同的过程机制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一是“人才池”的外溢效应。与一般学科专业相比，基础研究类人才的培养，主要仰赖于地方创新实践或转化平台（即相关企业、研究院所等组织），而在实际培养过程中，随着研究型人才对相关组织的熟悉程度加深，其择业之所在亦优先于所在地方[16]。如此一来，地方创新主体力量便随高校基础研究主体供给（人才供给）的提升而强化，且该效应亦会形成对外部人才的集聚效应，以逐渐形成以创新人才集聚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体系。二是“知识池”的外溢效应。高校在基础研究探索与成果转化过程中，一方面，向社会供给了公共知识产品（如论文、科普等），为实体经济部门拓宽创新驱动提供了指引；另一方面，随着高校基础研究实力提升，实体经济部门亦可通过与之合作创新（含委托、协同等形式），并通过高校条件优势与企业市场优势的互补机制，进一步提升高校基础研究供给质量[17]。由此而论，高校可通过“人才池”与“知识池”的基础研究供给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3）数字经济的边界作用。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可知，知识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资源，数字经济所具备的优势特征能够有效赋能高校基础研究供给过程，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资本运营赋能。数字经济能通过资本运营赋能，加快高校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并在“成果（技术）→产品→市场经营”的转化过程，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与营运系统，以提升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效率，并为产品升级迭代，提供坚实的资本保障[18]。二是数字技术赋能。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数智技术能够为高校基础研究开展与优化，提供成熟的市场趋势、产品行情等预测方案，以及与产品转化相关的最新技术情报，从而有效提升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质量[19]。三是产业融合赋能。相比于传统经济模式，数字经济导向下，高校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过程中，可以有效获得产业融合支持，如寻求产品转化合作、资本入股、管理入股等形式，以在产品模式、产品功能及商业模式渠道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精度[20]。由此而论，数字经济对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有效赋能，可以加快成果转化效率、质量与精度，进而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
3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
3.1  数据来源
通过案例分析，本研究检视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内涵，并讨论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因机制，但其中的具体影响机制、情境过程等仍停留于理论推理环节，缺少来自实证数据的检验。故而，为进一步讨论二者间的具体实现路径，本研究参考马勇等[21]人的做法，以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对中国2014－202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的相关教育统计年鉴，以及CSMAR、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进行人工整理，在剔除无效样本后，共得到了中国321个城市2017－2021年的1 605条数据。在样本描述性统计方面，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0.094~0.263水平上呈现显著，且均值、标准差、VIF系数等指标亦满足相关阈值标准，说明本研究受多重共线性的干扰较小。基于此，本研究参考夏天添等[22]的做法，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如公式（1）和（2）所示：
NQi,t=β0+β1BRS-Ui,t+β2Ci,t+μi,t+εi,t                            （1）
NQi,t=β0+β1BRS-Ui,t+β2DEi,t+β3BRS-Ui,t×DEi,t+μi,t+εi,t                （2）
式（1）~（2）中，NQ为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BRS-U为解释变量高校基础研究供给，DE为调节变量数字经济，C为控制变量，μ为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i与t为第i个城市的第t年。公式（1）中的β1显著和公式（2）中的β3显著（且区间效应显著），则可验证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假说。

3.2  变量测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NQ）。本研究参考安同良等[23]相关学者的做法，以2017－202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资料为样本，通过Python技术挖掘有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指标，并通过熵值法进行聚合。具体步骤为：首先，通过Python技术挖掘年鉴资料等样本中的年度城市创新成果数据（如论文数、专利数等）、居民收入增长数据、社会公共服务分配数据、城市绿色发展数据、产业升级数据等；其次，通过熵值法测算相关指标权重后，聚合为样本城市的年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标。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BRS-U）。以往研究主要采用以基础研究相关的科研成果（如论文、专利等）数量、方向数量、级别等指标观测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然而，高校对实体经济部门供给的基础研究知识，并非仅包含知识客体，还应含括知识主体供给[17]。为此，本研究参考安同良等[23]相关学者的做法，以2017－202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的教育相关教育统计年鉴及中国知网等相关成果数据库为样本，通过Python技术挖掘相关城市高校有关基础研究供给的相关数据，并通过熵值法聚合。具体步骤为：首先，以样本城市所在高校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其高校2017－2021年的论文成果数据（含题名、摘要、关键词、刊载期刊名称与等级等），并通过Python技术挖掘成果数据中与基础研究相关的年度论文成果数量、方向数量与级别等数据指标；其次，通过Python技术挖掘各省市统计年鉴中，有关样本城市所在高校的年度基础研究类人才培养数量；最后，通过熵值法将年度基础研究成果指标和人才培养指标进行权重测算，并以此聚合为样本城市的年度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指标。
调节变量数字经济（DE）。本研究参考相关学者【补标文献和作者名称，如下方文献24的表述方式，修改后注意对应修改参考文献序号】做法，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进行观测。
控制变量（C）。本研究参考梁季等[24]相关学者做法，选取经济水平（ED，以城市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进行观测）、专项财政（P，以基础研究专项财政总量与当年财政总量之比进行观测）和高教财政投入（FE，以高教财政投入与总财政投入之比进行观测）作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选用营商环境（BE，以梁季等[24]人提出的计算公式进行观测）、房地产发展过剩（RE，以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观测）和金融结构（FS，以金融机构年末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观测）作为中观层面的控制变量。
3.3  数据分析
（1）基准回归检验。基准回归的结果如表3的M1~M2列所示，可以看出高校基础研究供给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β=0.235，P<0.001），且在将数字经济作为调节变量带入模型后，交互项（BRS-U×DE）呈现显著（β=0.115，P<0.001），且区间效应不含0（β△交互项=0.141，P<0.001，95%CI=[0.238，0.605]）【此处表述的交互项是否指BRS-U×DE，如果是，此处的数据为何未在表格中呈现，此处的是如何得出？求的又是什么应该被清晰表述】，说明数字经济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高校基础研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
（2）稳健性检验。为保障数据分析结果的科学性，本研究分别采用替换核心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之后一期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如表3的M3~M6列的结果及其对应列的Bootstrap调节效应计算结果。首先，本研究参考刘岩等[25]人的做法，以样本城市高校的年度基础研究成果论文数量（知识供给深度）和方向数量（知识供给广度），作为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予以替换，其结果显示依旧证实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对中国市场创新存在显著影响（M3：β△交互项=0.195，P<0.001，95%CI=[0.142，0.223]，M4：β△交互项=0.128，P<0.001，95%，CI=[0.185，0.288]）【问题同上，标注M3何意？M3本身代表的是一列】，但影响幅度却有显著下降；其次，本研究从城市高校样本中，剔除非“双一流”高校样本，并以此作为替换变量带入模型，结果显示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对中国市场创新的影响效果有了显著提升（M5：β△交互项=0.252，P<0.001，95%，CI=[0.184，0.286]）。最后，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并作为被解释变量带入模型，其结果依旧显著（M6：β△交互项=0.073，P<0.001，95%，CI=[0.094，0.147]）。由此说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赋能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显著影响，适合进行组态检验。
【表3：修改表格中的负号为黄色标注所示；斟酌“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列表述的含义，可以添“是/否”，或者删除；在注解中补充括号中的数据代表的含义】
表3  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NQ

	
	主效应
	调节效应
	知识供给深度
	知识供给广度
	剔除“双一流”建设样本
	滞后一期

	
	M1
	M2
	M3
	M4
	M5
	M6

	BRS-U
	0.235***(0.026)
	0.240***(0.026)
	0.186***(0.021)
	0.239***(0.026)
	0.239***(0.026)
	0.400***(0.044)

	DE
	
	0.051*(0.023)
	-0.011(0.024)
	0.047*(0.023)
	0.058*(0.023)
	0.085***(0.039)

	BRS-U×DE
	
	0.115***(0.021)
	0.094***(0.017)
	0.061***(0.017)
	0.121***(0.021)
	0.193**(0.036)

	ED
	−0.006(0.017)
	−0.002(0.017)
	-0.003(0.017)
	-0.008(0.017)
	-0.001(0.017)
	-0.003(0.029)

	FE
	-0.681*(0.340)
	-0.503(0.34)
	-0.499(0.341)
	-0.544(0.342)
	-0.31(0.341)
	-0.841(0.568)

	FS
	0.165(0.097)
	0.182(0.097)
	0.190(0.097)
	0.151(0.097)
	0.185(0.097)
	0.305(0.161)

	P
	0.169***(0.027)
	0.166***(0.027)
	0.165***(0.027)
	0.162***(0.027)
	0.166***(0.027)
	0.277***(0.045)

	BE
	-0.114***(0.025)
	-0.128***(0.025)
	-0.127***(0.025)
	-0.115***(0.025)
	-0.130***(0.025)
	-0.214***(0.041)

	RE
	-0.116***(0.025)
	-0.118***(0.024)
	-0.116***(0.024)
	0.105***(0.033)
	-0.118***(0.024)
	-0.197***(0.041)

	区域与年份固定效应
	－
	－
	－
	－
	－
	－

	R2
	0.342***
	0.366***
	0.365***
	0.353***
	0.368***
	0.36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 组态检验。本研究参考杜运周等[26]人的做法，采用组态检验范式，进一步探索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绩效实现方案。具体步骤为：首先，根据表3的结果显示，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数字经济、政策支持【变量定义时表述的是专项财政，请作者保持前后一致】、营商环境与房地产发展过剩5个变量能够显著预测新质生产力发展，故而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等5个变量设定为前因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则设定为结果变量；其次，对前因变量进行条件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5个前因变量的条件必要性解释度均低于0.9的阈值（必要性条件解释度：0.503~0.637，非必要性条件解释度：0.527~0.635），说明这些变量均无法独立预测结果变量，符合组态检验的前提条件；最后，按照至少1个高绩效案例（方案1）和80%以上可信度（方案2）的参数设定进行组态检验，共得到两种基于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高绩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组合，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其一致性分别为80.5%和81.8%，均高于80%的阈值，且总体方案一致性为80.7%，说明方案组合有较好的案例解释度。
【建议表格中的英文可以采用中文表示的用中文表示】
表4  组态分析结果
	变量
	方案1
	方案2

	BRS-U
	√
	√

	DE
	√
	√

	P
	
	√

	BE
	√
	√

	RE
	×
	

	Consistency
	80.5%
	81.8%

	Unique Coverage
	7.6%
	4.8%

	Raw Coverage
	24.2%
	21.3%

	Solution Coverage
	29%

	Solution Consistency
	80.7%


注：√为存在条件，×为缺失条件，空格为无影响。
4  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方案
4.1  人才集聚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
根据表4的方案1的结果，一致性解释率为80.5%，其中，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为存在条件，房地产发展过剩为缺失条件。由此可知，在房地产市场不饱和背景下，地方高校所培养的基础研究类人才会因生活成本、幸福感等个体需求得到快速满足，而提升其留省工作意愿，并进一步加快人才集聚的辐射效应；同时，随着地方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不断完善，该效应将进一步缩小地方居民收入差距，并逐渐形成和谐共生的地方特色创新生态系统，以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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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人才集聚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
注：黑色粗框为关键变量，细线框为功能，×表示条件不存在，虚线框为具体过程。下同。【同上修改】

人才集聚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主要适用于具备一定地理优势，且未形成高房价市场的地方城市。以安徽省的合肥市为例：在地理位置方面，截至2023年初，该市平均房价位居全国第19名【补标文献证明数据的引用，若是根据原始数据的分析，也应该指明原始数据来源】，不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的30%【依据是？】，且该市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比邻江苏、上海等一线都市圈或经济带，有较好的地理纵深优势。在高校资源方面，该市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坐拥50余所高等院校，其中9所具备研究生培养资格，且近3年研究生留市率达40%（年均4 000人左右）【补标文献证明数据的引用，若是根据原始数据的分析，也应该指明原始数据来源】。而在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方面，该市高校基础研究能力强劲，其下辖3所“双一流”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供给成效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这也为该市构建立足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该市矢志建设一流国家科学中心，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领域上，围绕科学中心四大领域，先后建成能源动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环境科学及未来技术等国家级实验室（研究院），累计培养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3万余人【补标文献证明数据的引用，若是根据原始数据的分析，也应该指明原始数据来源】；2021年初，该市基础研究领域从业人员总量已超170万人次【补标文献证明数据的引用，若是根据原始数据的分析，也应该指明原始数据来源】。此外，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深化融合，营商环境的显著完善促使该市资本流动性提升，为各大企业寻求创新合作，提供了优渥的市场环境。因此，在不受房地产过剩的机制干预下，合肥市高校所培养（供给）的基础研究人才亦会因地缘优势（如生活质量、生活成本、地理位置等），产生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且在优渥的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干预下，资本（资源）流动效率提升将进一步促进研究型人才的留市工作意愿和对外人才吸引力，进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新质生产力。
4.2  资源集聚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
根据表4的方案2的结果，一致性解释率为81.8%，其中，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专项财政为存在条件。由此可知，专项财政支持将加强地方高校基础研究建设，扩大基础研究范围（领域），加快成果产出与转化；同时，随着地方数字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不断完善，该效应将进一步加快高校基础研究成果向企业技术转移的市场化效率，推动企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构建以资源集聚为驱动的产业融合型地方特色创新生态系统，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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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资源集聚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
资源集聚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主要适用于地方高校基础研究实力强，且财政资源充沛的地方城市。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该市基础研究专项财政约占社会研究投入的7.25%，年增长率为67.4%，位居全国城市基础研究投入第三，且该市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总量约占全国企业基础研究总量的47.9%【补标文献证明数据的引用，若是根据原始数据的分析，也应该指明原始数据来源】。截至2021年末，该市建有高等学校（院所）19所，其中15所具备研究生培养资格，12所高校为“双一流”院校和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分校（研究院），并先后建立百余个基础研究实验室（研究院）【补标文献证明数据的引用，若是根据原始数据的分析，也应该指明原始数据来源】。“十二五”以来，该市坚持以近期问题（纯基础研究）与远期部署（定向基础研究）相结合为导向，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优化营商环境，在融资、人才、行政等方面，进一步打破基础研究瓶颈，充分发挥基础研究转型财政的功能机制，充分贯彻企业在基础研究市场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并以此提升高校基础研究供给质量、效率及精度，加快构建企业（产业）竞争优势，实现地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发展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全球创新引领型新质生产力。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通过探索性案例与组态分析，从数字经济视角，讨论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与方案。结果显示：（1）不同于纯粹追求经济利益和市场垄断的西方主流创新体系，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实现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为主旨，以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目的的创新体系；（2）明确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并同时检视了数字经济的边界作用；（3）从数字经济视角提出了人才集聚型与资源集聚型两种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包括：
（1）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内涵。“十三五”以来，中国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其独特性为全球性的创新国家提供了“中国范式”，对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截至目前，有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内涵、结构维度及观测方式却仍未形成较统一的理论体系或范式。故而，本研究结合黄奇帆[27]、杨明伟[28]等人的研究观点，按照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结构维度与观测方式。
（2）揭示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由于以往研究有关高校基础研究供给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形成较统一的共识。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情境下高校基础研究供给助力实体经济部门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故而，本研究基于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微观视角，从知识载体的“蓄水池”效应入手，讨论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的“知识池”与“人才池”的集聚效应，对提升实体经济部门技术转移效率、质量及精度的推动作用，进而从过程机制视角，揭示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影响“黑箱”，这些经验证据丰富了针对基础研究可能对推动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微观机制的深入认知，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理论框架，更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内涵。
（3）揭示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边界条件。本研究从数字经济的情境视角，检视了高校基础研究供给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机制，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中国情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视角。该结论一方面回应了陈晓红等[29]人的研究观点，为进一步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制度优越性，提供了来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据，更是从宏观环境层面，揭示了中国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或技术转移的核心内涵。这些重要经验的发现，不仅拓展了数字经济理论的研究边界，更为全世界进一步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方案，提供了来自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中国特色案例。
5.2  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攻克基础研究的“卡脖子”问题。一是发挥政府战略规划的主体机制。相关政府应从所属高校（院所）、企业中，优选战略科学家与战略企业家共建区域性基础研究发展战略智库，为区域性基础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其主要职能是追踪国际基础研究前沿动态，为推进地方基础研究战略项目，尤其是“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筹募研发资金、引进关键技术、助推成果转化等。二是构建关键技术项目库。相关政府应结合地方社会发展与产业经济情况，建立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项目库，不断对外征集未来项目与企业（产业）需求，抢占市场先机，形成“市场问题→政府出题→企业（高校院所）接题→创新破题”的地方性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实现地方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2）加大财政支持，打造基础研究核心竞争力。一是组建基础研究资金池。相关政府应积极组建地方性基础研究资金池，资金池以政府为主导，以高校（院所）与实体经济部门为载体，以金融资本为动力，通过资本运营等市场工具，解决地方性基础研究在经费、转化、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关键问题。同时，在资金池的使用方面，相关政府应以技术前瞻性、市场需求性及技术替代性为主旨，明确关键基础研究项目的投入步骤、资金比例、绩效评估等“投入-产出”细化方案。二是打造基础研究核心竞争力。相关政府应依托地方性产业发展优势，制定地方性科技战略发展体系，除阶段性建设中长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条件）或转化平台外，还需同时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关键基础研究成果（技术）转化的硬环境，打造地方基础研究硬实力。同时，相关政府还应在人才引进和保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可相继开展人才外引工作，招募关键技术人才，并通过相应专项计划项目，鼓励本土技术人才培养，提升地方基础研究人才密度，优化关键基础研究成果（技术）转化的软环境，打造地方基础研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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